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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湿地景观格局时空演变与驱动机制的量化研究

易阿岚，王　 钧∗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摘要：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历史遥感数据，定量研究上海市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机制。 为此，采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１计
算了景观格局指数，并在数据处理系统软件平台使用灰色关联系统分析了湿地景观格局与社会、经济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灰色

关联度。 结果表明：（１）自 １９８０ 以来，上海市湿地面积持续缩减，尤其水田损失最多。 截至到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共损失了 ２１．０６×

１０４ｈｍ２ 的湿地，现存湿地面积为 ３８．２２×１０４ｈｍ２，其中人工湿地占 ８５％，自然湿地占 １５％。 人工湿地以水田为主，自然湿地以河

流湿地为主。 水田和河流斑块平均面积总体上呈波动缩小趋势。 河流湿地的形状复杂性最高，其总面积在年际间缓慢缩减，平
均分形维度指数年际间波动持平。 水田平均分形维度指数年际间波动上升，景观形状向复杂化趋势发展。 （２）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

间，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总体加剧，最大斑块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 ２０１０ 年后，景观破碎化局势向好，最大斑块面积扩大。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间，蔓延度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香农多样性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 ２０１５ 年是蔓延度指数和香农多样性指数变

化的转折点。 水库坑塘斑块形状较简单，年际间变化小，而且具有结构的自相似性。 （３）湿地景观格局受自然、人为双重因素

影响。 城市扩张导致人工湿地面积减少。 自然湿地的演变则主要受气温和降雨的影响。 自然因素往往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控

制着湿地的景观格局变化。 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国家政策等人为因素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力逐渐增

强。 未来，国家对城市湿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可以使湿地景观格局向好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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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公认的自然界中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福祉，包括农产品生产、
水质调节、气候调节、水文循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风暴防护和提供物种栖息地等［２⁃５］。 当前，全球湿地退化

形势严峻，尤其亚洲地区的湿地损失最多［６］。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湿地面积在改革开放之后

因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而迅速缩减［７］。
近年来，关于湿地遥感影像解译、湿地面积和类型的变化以及湿地退化因素方面的研究数量日益增

加［６⁃７］，使用多时期遥感影像分析湿地时空演变已成为主流［８⁃９］。 同时，湿地景观格局演变以及驱动机制也开

始引起人们的关注［８⁃１０］。 上海市湿地资源丰富，其中崇明岛东滩湿地是众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转站［１１］。 前

人研究显示湿地中物种丰富，如：鸟类会优先使用湿地作为栖息地，因此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物种

的多样性［１２⁃１３］。 伴随着上海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以及人类活动日益增多，湿地已成为研究的热

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湿地面积和类型的变化［７］，沿海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８］，沿海土地开垦［１４］，海平面上升

对湿地的影响［１５⁃１６］，以及湿地底栖动物和微生物的变化等［１３，１７］。 湿地景观面临着巨大的退化及破碎化压力，
这给上海市生态环境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掌握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规律显得尤为重要。 然

而，很少有人研究上海市湿地景观时空格局演变以及量化其驱动机制。 虽有已有对长江口湿地的景观格局驱

动机制的研究，但仅局限于社会经济因素，未能将自然因素纳入其中［８］。 景观格局对生态安全的影响随区域

和空间规模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１８］。 分析上海市关键景观格局指数可以揭示湿地景观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分

布规律，对湿地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可为监测和规划上海市湿地资源，优化景

观格局和保护上海市湿地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为此，本文旨在：（１）基于多时期遥感影像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

件、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分析上海市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的湿地景观格局时空演变趋势；（２）利用数据处理系统软件（Ｄａｔ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ＰＳ），通过分析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指标与湿地景观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定量研究社会、经
济以及自然因素对上海市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的影响；（３）找出影响上海市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

１　 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上海市地处中国大陆东部，长江口沿岸，河流、湖泊众多。 陆域面积 ６．８３×１０５ ｈｍ２。 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

的地方之一。 除西南部有少数丘陵山脉外，其他土地都为平坦的冲积平原，平均海拔约 ２．１９ ｍ。 年平均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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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１４５７．９０ ｍｍ，年平均气温为 １７．８０℃，雨季多发生在 ５—９ 月。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使得其拥有丰富的

湿地资源。 虽然水资源相对丰富，但人均水资源紧张，主要依赖于其他地区水资源［１９］。 湿地水资源可以用作

农业、畜牧业、渔业和生活用水的来源［２０］。 而湿地资源的丧失加剧了上海市资源性缺水、生态功能下降。 鉴

于上海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技创新中心，科学

的湿地保护、规划和开发可以为其带来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１．２　 遥感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本研究中的土地利用 ／覆盖数据主要采用监督分类方法结合目视解译分别从 Ｌａｎｄｓａｔ⁃ＭＳＳ 遥感影像

（１９８０ 年）、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遥感影像（１９９０ 和 ２０００ 年）、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 遥感影像（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影像（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获取。 遥感影像无云，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ｍ。 在 ＥＮＶＩ ５．３ 和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中进行辐射定标和波段融合。 采用 Ｋａｐｐａ 系数检验方法对其进行精度检验，结果显示，各时期的遥感影

像 Ｋａｐｐａ 系数均高于 ０．８０，满足本研究需求。 依据中国滨海湿地分类方案并结合上海市湿地特征将湿地分为

自然湿地（含河流、湖泊和滩涂）和人工湿地（含水库坑塘和水田）（图 １）。

图 １　 上海市湿地时空分布图（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１．３　 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选取与计算

景观格局指数是对空间景观格局的高度概括，能有效反映景观的构成和空间结构［１０］。 生态安全与景观

格局指数联系紧密，景观斑块的大小、斑块的形状、斑块的类型以及景观的空间格局对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影

响［１８］。 但是，各种景观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使用较少的指标来表征城市景观格局已成为趋势［８，２１⁃２２］，结
合上海市湿地特点，从斑块、类型和景观 ３ 个尺度共选取了 ８ 个景观指标，包含斑块类型面积、斑块平均面积、
平均分形维数分布、景观面积、最大斑块指数、景观形状指数、蔓延度以及香农多样性指数，每个指标所表达的

生态学意义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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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选取的景观指标及其生态学意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ｅｓ 尺度 Ｓｃａｌｅ 生态学意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类型面积 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 类型 度量景观的组分，是计算其他指标的基础

斑块平均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类型

斑块平均面积的分布区间对图像或地图的范围以及对景观中最小斑块粒径的选
取有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斑块平均面积可以指征景观的破碎程度

平均分形维数分
Ｍｅａ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类型 体现斑块类型的形状复杂程度，其值介于 １—２，数值越大，形状越迂回曲折

景观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景观 决定景观的范围以及研究和分析的最大尺度，是计算其他指标的基础

景观形状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景观

当景观形状为圆形或者正方形时，其数值最小为 １，斑块的形状越复杂或者越扁
长，景观形状指数就越大

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景观 在景观尺度上等于景观中最大斑块的面积占总景观面积的百分比

蔓延度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景观

描述景观中不同斑块类型的延展趋势或团聚程度。 数值大代表景观由少数团聚
的大斑块组成，取值小则代表景观由许多小斑块组成

香农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景观

反映景观异质性，对景观中各斑块类型非均衡分布状况较为敏感。 值越高，说明
土地利用越丰富，破碎化程度越高，不定性信息含量越大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１ 是景观格局分析的一种软件，可量化景观格局的时空特征，目前可计算 １００ 余种景观指数。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将矢量图层转出为 ３０ ｍ×３０ ｍ 精度的栅格图层。 再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１ 计算湿地景观格局

指数，将计算出的结果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９ｂ 软件绘制出图，提高结果的可视化。
１．４　 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指标的选取与计算

上海市湿地格局变化受到人为和自然的影响，如经济增长、水利工程、地形、降水、气候变化、长江上游的

来水量和输沙量以及水产养殖等［６，９，２３］。 此外，湿地的变化往往与城市的扩张相关，城市的扩张与国内生产总

值（ＧＤＰ）、人口以及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７］。 由于上海市除了西南地区有较少山脉之外，其余多为冲击平

原，故本文忽略地形对于湿地的影响［６］。 长江流域上海段水下地形复杂，数据难以获取，故本文的研究区范

围不包含长江流域上海段的河口湿地。 综上，本文从社会、经济以及自然三大方面共选取 ２１ 个与上海市湿地

景观格局演变最相关的指标，量化社会、经济以及自然对湿地景观格局的影响。 其中，社会因素方面选取港口

货运吞吐量、市政道路面积、常住人口、城镇人口比重、农作物播种面积、房屋施工面积、水产养殖产量、沿海码

头长度以及沿海泊位，共 ９ 个指标；经济因素方面选取住宅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第一产

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种植业产值以及渔业产值，共 ８ 个指标；自然因素方面选取年平均气

温、年平均降雨量、长江年输沙量以及长江年径流量，共 ４ 个指标。 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部分自然因素

（平均气温、降雨量）方面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上海年鉴》（１９８１、１９８４、１９９１、１９９６、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以及

２０１９ 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以及 ２０１９）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长江年输

沙量和长江年径流量数据采用最靠近上海市的大通监测站数据，来源于《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以及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０ 年及以前的数据采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推荐的多年平均值代替。 考虑到

１９８０ 年距现在年代久远，故采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将 ２０１８ 年以前的价值指标（包括房

地产开发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种植业产值、渔业产值以及

住宅投资）数据换算成以 ２０１８ 年为标准的数值，便于比较不同时期的价值以及剔除价格变化的影响，从而能

精准反映物量变化和生产活动成果的实际变动。
１．５　 湿地景观格局指标与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指标的灰色关联度计算

ＤＰＳ 软件研发于 １９８８ 年，是目前在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多功能统计分析软件，其中的灰色系统

可以应用于关联分析、预测模型以及综合评价［２４］。 灰色关联度分析的原理是基于行为因子之间的宏观或微

观几何近似，阵列曲线越相似，因子之间的联系越紧密［２５］。 多用于衡量主行为因子与行为因子之间的密切程

度，可根据关联度大小确定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在分析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时具有重要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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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２６⁃２７］。 本文利用 ＤＰＳ ７．０５ 软件平台计算分析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方面的 ２１ 个主要指标和 １２ 个湿地景观

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 所选取的 １２ 个湿地景观指标分别是水库坑塘面积、水田面积、滩涂面积、湖泊面积、
河流面积、人工湿地、自然湿地、湿地总面积、景观形状指数、最大斑块指数、蔓延度指数以及香农多样性指数。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湿地面积及形状变化趋势分析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间，上海湿地总面积不断下降，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湿地面积仅存 ３８．２２×１０４ ｈｍ２，近 ４０ 年

间，湿地面积损失超过 ６０％（１９８０ 年为 ５９．２８×１０４ ｈｍ２），尤其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间，湿地总面积损失速率最大。
在研究时段内，上海市湿地构成以人工湿地为主，占湿地总面积的 ８０％以上，其年际间面积变动较大，而自然

湿地面积年际间基本持平（图 ２）。 在人工湿地中水田面积占比以及年际间面积变动均为最大（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间，水田面积缩减了 ３９％）。 自然湿地以河流湿地为主，其面积在年际间缓慢缩减。 ２００５ 年以前，河流、水
库坑塘、滩涂以及湖泊的面积年际间基本持平，但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间，除水库坑塘外，其他类型湿地面积变化

显著，湖泊面积呈扩大趋势，河流面积呈缩减趋势，滩涂面积呈波动状态（图 ２）。

图 ２　 上海市湿地的总面积、各类湿地面积、斑块平均面积以及平均分形维度年际变化图（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ｒｅａ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斑块平均面积可以定量描述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 水田斑块平均面积最大，同时其也是年际间波动幅度

最大的湿地类型；其次是河流斑块平均面积，但年际间不稳定，总体上呈退化趋势；水库坑塘斑块平均面积较

小，年际间较稳定（图 ２）。
平均分形维度指数分布可以描述湿地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数值越大代表景观愈复杂或呈扁长形态。 河

流的平均分形维度指数分布最高是由于河流本身的性质决定它是细长形态，其数值在 １．１３ 附近波动。 水库

坑塘的景观形状较简单，年际间变化小，且在类型尺度范围中具有结构的自相似性。 水田的平均分形维度指

数呈波动上升态势（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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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形状指数主要体现景观要素边界特征。 在 ２０１０ 年前，上海市湿地景观形状指数逐年上升，表明湿地

斑块与基质的交互作用增大，斑块形状愈发复杂，可能导致上海市的湿地景观退化并出现较多的生态效应；在
２０１０ 年后，景观形状指数开始下降（图 ３）。

最大斑块指数表征某一类型的最大斑块在整个景观中所占比例。 最大斑块指数从 １９８０ 年以来总体呈下

降趋势，直到 ２０１０ 年后才出现回转，这表明上海市需要继续加强湿地管理，提升最大斑块指数，确保湿地动植

物的生境不受威胁（图 ３）。
２．２　 湿地结构组成变化分析

蔓延度指数体现了景观中各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展态势，其取值范围在 ０—１００，值越小表明景观存

在越多小斑块，反之则说明景观中有连通度较高的优势斑块类型。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间，上海市湿地景观蔓延度

指数均在 ７４ 以上，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５ 年是主要转择点（图 ４）。 香农多样性指数反映景观异

质性，可以展示湿地景观中各斑块类型非均衡分布情况。 上海市湿地景观的香农多样性指数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０．５９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８２，之后急剧下降（图 ４），这表明在 ２０１５ 年以前各类型湿地斑块增加或各斑块类型在

景观中呈均衡化趋势发展，直到 ２０１５ 年后，这种局势才得以反转。

　 图 ３ 　 上海市湿地景观形状指数与最大斑块指数年际变化图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图 ４ 　 上海市湿地蔓延度指数与香农多样性指数年际变化图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２．３　 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指标与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２．３．１　 社会指标与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关联度分析

在所选取的 ９ 个社会因素中（包含港口货运吞吐量、市政道路面积、常住人口、城镇人口比重、农作物播

种面积、房屋施工面积、水产养殖产量、沿海码头长度以及沿海泊位），与 １２ 个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关联度在

０．１５—０．７１ 之间，平均关联度为 ０．３９（图 ５）。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与湿地总面积，人工湿地以及水田面积的灰

色关联度分别为 ０．６８、０．７１ 以及 ０．７１，即湿地总面积、人工湿地以及水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关系密切。
从社会因子对所有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平均关联度看，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常住人口以及水产养殖产量与湿

地景观格局的关联较强，而市政道路的建设与湿地景观格局的关联较弱。
２．３．２　 经济指标与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关联度分析

选取的 ８ 个经济因子与湿地景观格局指数的关联度分布在 ０． ２０—０． ６１ 范围内，平均关联度为 ０． ３４
（图 ５）。 经济产值的大小可以侧面反映出土地类型的变化［２８］。 在所有经济指标中，第三产业产值与湖泊面

积的关联最强（灰色关联度为 ０．４９），即在本研究范围内，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影响湖泊面积的最重要的因素。
综合所有经济因子对湿地景观格局指标关联度的平均值看，与湿地景观格局关系最密切的是第一产业产值

（平均关联度为 ０．４８），说明在经济因素范围内，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湿地景观格局的影响较大。 此外，在所有

经济因素中，第一产业产值与香农多样性指数的关联度最大（为 ０．６１），说明第一产业的发展是湿地斑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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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指标与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灰色关联度

Ｆｉｇ．５　 Ｇｒａ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呈均衡化分布的驱动因素之一。
２．３．３　 自然指标与湿地景观格局指标的关联度分析

选取的 ４ 个自然因子与湿地景观格局指数的关联度在 ０．１４—０．８５ 范围内，平均关联度为 ０．４８（图 ５）。 所

有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指标中，平均气温对景观形状指数、蔓延度以及最大斑块指数的影响最大。 此外，平均

８２６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气温对自然湿地面积、河流面积、滩涂面积以及水库坑塘面积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香农多样性指数与降雨量

的关联度最大。 综合来看，平均气温、降雨量是影响湿地景观格局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综合社会、经济以及自然因素，在影响湿地景观格局的 ２１ 个因素中，湿地总面积主要受农作物播种总面

积、平均气温以及降雨量的影响。 人工湿地面积主要受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平均气温的影响。 自然湿地面积

主要受平均气温和降雨量的影响。 景观形状指数、蔓延度以及最大斑块指数主要受平均气温的影响。 香农多

样性指数与降雨量的变化最相关。
２．４　 湿地景观演变驱动机制分析

　 图 ６　 上海市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年际变化图（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

Ｆｉｇ．６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２．４．１　 自然因素

气候变化主要包括气温变化和降水变化两方面。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年平均气温从 １５． ７０℃ 上升

１７．７５℃，年降雨量从 １１２３．４０ ｍｍ 上升到 １３０８．４０ ｍｍ
（图 ６）。 自然湿地面积与平均气温以及降雨量的关联

度分别为 ０．７５、０．７１，可见气温和降雨量是导致自然湿

地面积退化的重要驱动因子。 气温的升高加速了地面

的蒸腾，从而造成湿地缺水退化，尤其是自然湿地的退

化。 上海市降雨量十年间波动上升，虽然降雨能为湿地

提供水源补给，增加水面面积，恢复部分湿地，但自然湿

地仍然不断退化。 长江每年携带大量的泥沙流向东中

国海，当河流汇入大海时，潮汐将沉积物沿着上海海岸

线向南移动导致浦东新区南汇角一直在扩大［２９］。 从关联度看（图 ５），长江的年输沙量、年径流量对整个自然

湿地面积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社会因素中，水产养殖产量、农作物播种总面积、常住人口与自然湿地面积的关

联度分别为 ０．５４、０．５４、０．５１。 综上，可认为，在自然湿地退化中，气候因素占据主导。
２．４．２　 人为因素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持续缩减。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上海市湿地以人工湿地为主，占所

有湿地的 ８５％以上。 人工湿地与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关联度高达 ０．７１，水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关

联度为 ０．７１（图 ５）。 城市的扩张占用了大量的水田，水田变成了工业用地、居住用地等［３０］，这直接影响到农

作物播种总面积减少。 水田是上海市人工湿地中的主要类型，表明城市扩张才是造成人工湿地退化最主要的

因素。 此外，人工湿地与平均气温和降雨量的关联度分别为 ０．６４ 和 ０．５８，说明平均气温与降雨量的变化对人

工湿地的退化也具有一定的贡献。
２．４．３　 国家宏观政策因素

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图 ５）。 在所有影响景观形状指数、蔓延度指数、香农多样性指

数以及最大斑块指数的因素中，平均气温和降雨量与这四个景观格局指数的关联最紧密。 上海市大部分属于

平原，湿地水面面积容易受到气温和降雨量的影响。 当气候干暖时，湿地会出现退化，致使各湿地斑块间的连

通性降低，而暖湿的气候环境则有利于湿地的恢复与发育［３１］。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间，气候朝暖干化趋势发展

（图 ６），但上海市湿地景观格局趋势向好，景观形状指数和香农多样性指数下降，最大斑块指数和蔓延度指数

上升。 由此可见，湿地景观局势变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有研究表明国家政策对土地利用 ／覆盖类型具有

较强的影响力［１４］。 ２０１０ 年，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要注重水田保护；２０１５ 年，中央 １ 号文件明确强调

了耕地保护工作，并提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等；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也进一步

完善了耕地保护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优化土地使用结构，同年，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河道规划管

理的若干意见》，要求严控水面率，保护河道、湖泊、人工水道等；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环境保护和

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注重水田保护和修复。 伴随着国家保护政策的落实，在 ２０１５ 后期，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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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流、滩涂、湖泊以及水库坑塘的斑块形状趋于简单化，但水田的斑块形状仍然朝复杂化趋势发展（图 ２）。
综上，自然因素往往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控制着湿地的景观格局变化，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

尺度上，国家政策、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３　 讨论

３．１　 数据选取

　 　 以往关于上海市景观格局时空演变的相关研究中多基于 ２０１５ 年前的 ３—５ 期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分析，难
以为湿地管理提供最新参考，且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不足以全面评估湿地景观格局变化。 上海市正处于经济

社会高速发展期，景观格局的年际间变化速率显著加快，且当今全球气候多变，需要加强湿地的管理与监测，
确保湿地生态安全。 本文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选取 ８ 期遥感数据对上海市湿地景观格局进行分析，有效地弥补了

以往数据年代久远的不足，更好地反映了上海市近 ４０ 年来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 《拉姆萨尔公约》提出

的湿地定义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６ ｍ 的区域［３２］，长江口水下地形复杂，难以提取湿地区域，故本文中在选

取研究对象时，未将长江水域纳入研究范围。
３．２　 驱动机制分析

以往研究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多停留着在定性分析层面，难以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虽有部分研究者为量化景观格局演变驱动机制而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分析，但是仅基于 ５—１０ 期的遥感样

本数据难以给出有效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将研究对象及影响因子的值视为一条

线上的点，比较研究对象的曲线与影响因子的曲线之间的贴合程度，计算出研究对象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联

度，关联度的大小则代表影响因子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 影响湿地景观格局的因子众多，各因子之间的关

系密切，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复杂以及人们认知水平的限制，多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灰色的，难以用统

计方法分析各因子间的主次关系。 且目前影响湿地景观格局的因子的数据难以全部获取，而灰色关联度分析

法则非常适用于评估这种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２４］。 本文研究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量化并

比较了每种驱动因子的贡献。 但这种方法并不能判断正负相关性。 ２１ 个指标所代表的含义并不能直接作为

影响湿地景观格局的因素，需要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人为判断社会、经济以及自然指标与现实驱动因子的关

系。 在本文研究研究中，虽然自然因素在大背景下影响着湿地景观格局，但国家的宏观政策也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在驱动机制的分析中，加入国家政策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政策难以量化，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结

合经验加以说明其对湿地景观格局的影响。 在今后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探讨政策因子对于湿地景观格局的作

用过程。

４　 结论

本文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遥感影像数据，选取典型景观格局指标，以上海市湿地景观为研究对象，
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１ 软件计算湿地景观格局指标，使用 ＤＰＳ ７．０５ 软件量化湿地景观格局指标与社会，经济以

及自然因素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探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湿地景观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
１）截至 ２０１８ 年，上海市湿地面积为 ３８．２２×１０４ ｈｍ２，其中人工湿地占 ８５％，自然湿地占 １５％。 人工湿地以

水田为主，自然湿地以河流湿地为主。 湿地面积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持续缩减，尤其水田损失最多，水田和河流斑

块平均面积总体上呈波动缩小趋势。 河流湿地的形状复杂性最高，其总面积在年际间缓慢缩减，平均分形维

度指数年际间波动性持平。 水田平均分形维度指数年际间波动上升，景观形状向复杂化趋势发展。
２）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间，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总体加剧，最大斑块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２０１０ 年后，景观破碎

化局势向好，最大斑块面积扩大。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间，蔓延度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香农多样性指数呈波动上

升趋势，２０１５ 年是蔓延度指数和香农多样性指数变化的转折点。 水库坑塘的景观形状较简单，年际间变化

小，且在类型尺度范围中具有结构的自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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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湿地景观格局受自然、人为双重因素影响。 人工湿地退化主要由于城市扩张所导致的水田面积减少，
自然湿地的演变则主要受气温和降雨的影响。 自然因素往往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控制着湿地的景观格局变

化，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国家政策与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未

来，国家对城市湿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可以使湿地景观格局向好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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